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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议题：四库学研究的思考

琚小飞

[ 摘要 ]  随着四库学的深入发展，在四库著作研究、四库问题研究与四库学学科建构研究等几个方面

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近年来，四库学研究日益受到材料的掣肘，如何深入开掘新材料并深翻旧材料，成为

当下四库学思考的主要问题。四库学研究中尚有众多重要议题，如《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细节、《四库

全书简明目录》的版本及校注研究等，还有深耕细作的余地。《四库全书》采择书籍的来源问题更是鲜有

关注，可以成为今后四库学开拓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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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四库学”以来，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四库研究日渐成为“显

学”。关涉四库议题的研究，层出不穷。概而言之，四库学可以分为四库著作研究与四库问题研

究两种。顾名思义，四库著作即是《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产生的衍生品，如《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考证》《四库全书荟要》《天禄琳琅书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等，当然还包含嘉道之际各阁检查书籍形成的各阁《书籍目录》和《装函清册》。这些著作的研

究，构成了四库学发展的重大空间，并奠定了四库学的根基。a学界对这些最主要著作的研究非

常丰富和深刻，基本解决了各书的编纂、修改和刻印等问题，揭示了其对清代学人治学、学术

发展等方面的价值。b就四库问题研究而言，四库学领域中涉及的问题非常庞杂，大致有四库编

纂研究、四库馆研究、四库文化研究、四库文本研究、四库禁毁研究、四库底本研究、各阁及

馆臣研究等几个方面。尤其是四库编纂研究和四库馆研究，已有突破性进展。学界藉助《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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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周积明：《四库学：历史与思考》，《清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

b 可参看单磊《百余年来四库学研究述评》（《中国四库学》第三辑）及甘肃省图书馆、天津图书馆联合编辑《四库全书研

究论文篇目索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 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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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档案》等史料，已经清楚地阐释了《四库全书》的编纂详情、四库馆的运作、与武英

殿及其他各馆的协调、馆臣的实际职任等议题，在四库学领域中成绩最为显著。

陈寅恪曾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a任何一门学科或研究领域，存在

和发展的前提是材料的深入运用与解读，而材料的丰富程度直接影响着问题的解读与探讨。回

顾史学界各领域学术议题的激发，无一不与新材料的不断涌现密切相关。四库学的研究手段或

方法始终没有脱离文献学的藩篱，与传统文献研究一样，继续发展的最大阻碍正在于材料的掣

肘。因此，这也时刻提醒我们反思四库学发展的方向，探寻如何开掘四库学新史料并拓宽研究

的路径。

二、四库学史料的开掘与深翻

纵观四库学发展的历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是最兴盛时期。大量四库学专

著和新研究议题的涌现，扩展了四库学的外延，而促使这段时期四库学迅速发展的原因便是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b及其他有关四库学的大型丛书的整理与出版。c新史料的出现，促进了旧

问题的解读，催生了新议题的探讨，亦支撑着四库学研究的学术进步。新世纪以来，四库学材

料的匮乏问题开始显现，从研究内容到研究议题，皆呈现出乏善可陈的状态，材料问题成为四

库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瓶颈。鉴于此，对解决四库学领域的材料问题提出以下几个思路：

（一）大力开掘四库学的新史料

新史料启发新的议题，且能够促进已有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在四库学领域，这种迹象体现

得淋漓尽致。四库学纂修档案，虽然经过王重民在上世纪的初步整理 d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的系统辑录，但近年来仍有很多新见馆藏材料问世。这些新材料成为档案之外的文献内证，对

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四库学，极为重要。其中，最重要的应属《四库全书总目》纂修稿本的发

现所掀起的研究热潮。天津图书馆整理出版馆藏四种卷前提要 e和纪昀删改《总目》残稿 f，其

中更有价值的便是内府写本卷前提要和纪昀删改本《总目》，加上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博

物馆、上海图书馆、台北“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总目》残稿，以及浙江图书馆藏文澜

阁写本《总目》残稿等，使得学界在重新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编纂、删改等方面有了新的材

料。g书前提要的整理汇编，也是近年来促进四库学研究的重要史料。目前文渊阁、文津阁、文

a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第 266 页。

b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c 如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7 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

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 年）；四库未收书辑刊编辑委员会编：《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 年）；吴格整

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 年）；张升著：《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年）。

d 王重民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北平图书馆，1934 年。

e 李国庆编：《四库全书卷前提要四种》，大象出版社，2016 年。

f 永瑢等撰：《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 年。

g 对《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研究，较为丰富，此处列举如下：王菡：《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述略》，《文

学遗产》2006 年第 2 期；黄燕生：《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再发现》，《中华文史论丛》第 48 辑，1991 年；崔富章：

《〈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文史》第 35 辑，1992 年；沈津：《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残稿的一点新发现》，《中

华文史论丛》1982 年第 1 辑；刘浦江：《关于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若干问题》，《文史》2014 年第 4 辑；

夏长朴：《重论天津图书馆藏〈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的编纂时间》，《湖南大学学报》2016 年第 6 期；苗润博：

《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考略》，《文献》2016 年第 1 期；张玄：《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

稿〉小说家类考》，《文献》2019 年第 4 期；陈恒舒：《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发覆——以清代别集为例》，

《文献》2019 年第 4 期。限于篇幅，尚有多篇研究《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论著没有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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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阁、文澜阁四阁卷前提要皆已影印出版。除了以上比较大规模和集中的四库史料以外，若仔

细爬梳和挖掘，仍有一些尚未得到利用或者说鲜为人知的新史料。

其一，最先需要说明的便是现存甘肃的文溯阁《四库全书》。文溯阁《四库全书》作为仅

存的四阁全书之一，迄今没有影印，亦未开放阅览。除了早先出版的零星几种文溯阁书籍，学

术界对其了解甚少。以致在研究各阁全书异同、《总目》编纂等极为重要的议题时，每每苦于

没有文溯阁书的印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与文溯阁《四库全书》相伴随的是中国

国家图书馆及天津图书馆藏文溯阁《四库全书总目》。据民国以来留存的有关文溯阁书目来看，

阁藏《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等皆保存完好，未曾离析，而文

溯阁《四库全书》的卷前提要已由金毓黻整理出版，因而对于国图及天图所藏的《四库全书总

目》，颇有疑义。笔者初步猜测应为庋藏文溯阁《总目》的撤回本。因为各阁《全书》缮竣后，

曾有抄本《总目》《简目》《考证》一同入藏，而《总目》则在乾隆后期撤回武英殿，代之以乾

隆六十年刊刻的《总目》，故而现存钤盖“文溯阁宝”之抄本《总目》极有可能属于撤回本。据

查，国图藏文溯阁抄本《四库全书总目》仅一册，系卷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二，每半叶九行，

行二十一字，朱丝栏，单鱼尾，鱼尾上方题“四库全书总目”，下为书名、页码卷数等，首叶钤

“文溯阁宝”，卷末钤“乾隆御览之宝”，其他另有“抱残”、“董印增儒”及“北京图书馆”等

印，正文前有签条作“臣蔡新恭校”。观此书版式、钤印等，为文溯阁《四库全书》之《总目》

无疑。天图藏文溯阁写本《四库全书总目》一百四十三卷，首叶钤有“文溯阁宝”，红格纸抄写

（朱丝栏），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版心上方题写《四库全书总目》，下记书名卷数等，与《四

库全书》版式一致。此书未见影印，亦未曾为学界所识。但显而易见的是，以上两种残本或为

研究《总目》提供新的材料。

除此之外，文澜阁、文津阁亦有抄本《总目》留存。现藏浙江省图书馆的文澜阁写本《四

库全书总目》，存二十七卷，钤有“古稀天子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即为文澜阁原藏旧物。嘉

庆二十五年（1820）吴恒聚造送《文澜阁四库全书书目清册》登载此书。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

文津阁写本《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无卷首，卷端钤有“文津阁宝”“避暑山庄”“太上皇帝

之宝”诸印，提要内容极简略，或应为介于《总目》与《简明目录》之间。a以上文溯阁、文津

阁、文澜阁抄本《总目》皆有钤印，应为送往各阁庋藏之《总目》无疑。

其二为天津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内府写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四库底本所附提

要等。关于天图所藏内府写本卷前提要，《四库全书卷前提要四种》收录其中并影印出版。江庆

柏曾撰文指出或为遭焚毁的文源阁《四库全书》卷前提要 b，此论颇有石破天惊之感，但仍难定

论。类似这种内府写本的卷前提要，除天图外，中国国家图书馆亦有收藏。国图所藏《四库全

书总目提要》不分卷，清内府抄本，用翰林院红格纸抄写，即朱丝栏，共有提要 105 篇。该书

共计八册，白口，四周双边，八行二十一字，单鱼尾，鱼尾上题“四库全书总目”，版心题书

名，另署“提要”二字，各书前钤有“赵常恂印”“北京图书馆印”“信卿”“北海赵心青藏”等

印。每篇提要均重新编次页码，提要开头均为“臣等谨案”，末为“乾隆 十 年 月恭校上”，年月

付阙，抄写工整，无改动痕迹。此书年月皆付阙，但有两书例外。其一为《读礼志疑》，提要末

题署“乾隆 年 月恭校上”，与其他提要“乾隆 十 年 月恭校上”少一“十”字；其二为《文溪存

稿》，提要末题“乾隆五十 年 月恭校上”，直接将五十题写，但至于具体何年，亦付空待添。查

阅文渊阁书前提要，作“文溪集（书名有别），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提要内容无异。文

津阁书前提要作“文溪存稿，乾隆四十九年八月恭校上”，提要内容差别很大。文溯阁书前提要

a 崔富章：《〈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文史》第 35 辑（1992 年）。

b 江庆柏：《天津图书馆藏内府写本四库提要为文源阁提要考说》，《历史文献研究》第 41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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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溪存稿，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提要内容与文渊、文津皆有别。此处《文溪存稿》

题署乾隆五十年，显然晚于以上三阁的抄写时间，亦与文源阁不符。

此外，各馆藏单位收贮的四库底本所附提要稿，是此前学界研究极少关注的。目前所知，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南夷书》《笔史》等底本提要稿。《南夷书》一卷，明张洪撰，明抄本，

首页钤有“翰林院印”满汉文大方印，此为四库修书底本无疑。又书前有木记作“乾隆三十八

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范懋柱家藏《南夷书》一部，计书一本”及“总办处阅定，拟存

目”。卷末附有程晋芳提要稿，且署“纂修官程晋芳”。《笔史》二卷，明杨思本撰，清抄本，

首页钤有“翰林院印”满汉文大方印，亦为四库修书底本。卷末另纸写有提要，并戳有“存

目”“已办”木记，提要稿署“纂修郑”，不详具体撰写者。据杜泽逊考订，应为郑际唐。a除此

之外，尚有上海图书馆藏《经籍异同》附姚鼐提要稿等。

其三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编纂期间的校档残记。国图题作《四库全书馆校档

残记》，稿本，有涂乙痕迹，卷中有“吴正有号”“全书处”“荟要处”“程中堂未定（完）签”

等揭示《四库全书》编纂的专有词汇。卷中有墨笔题《四库全书馆校档残本》，猜测应该嘉庆时

人添撰，书名之后记“（嘉庆）十五年六月初二日，办事堂穆代李老爷振翥借去”。该书登载数

十种四库馆办理书籍的签讹总档，书中原文应该是分校官校阅书籍的讹错记录，其上的墨笔校

改当为复校官核查分校官讹错情形的记载。例如，《日讲四书解义复校签讹总记》作“内《周易

述义》之底档版心全误，应换写”，《复校鸡肋编》作“已销四次 ，三本共签出原本七十二条、

缮本四十条，分校汪锡魁”。这是四库馆臣校阅书籍的签改记录，且分校官姓名皆有题署。又如

《新唐书复校签讹总记》作“四十六年五月初八日销记，送销讫，又查存疑签办。总裁下又销一

半”。此又为分校官签出讹错后逐一销签的记录。再如，《礼记注疏复校签讹总记》作“校对王瑸、

校对张埙、校对王钟泰、校对陈墉、分校陈墉。‘锡’应依元（原）签改‘赐’，缺‘自直’二字，

当依原签补”，其称“原签”，即是复校官核对分校签改记录，并指出分校校阅书籍的错误。《四库

全书馆校档残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编纂《四库全书考证》，从其书中所称“凡黄签须明白晓畅进

呈时一览了然，若重沓支离均不足取，倘太简略，又不可以此籍（藉）口急索解”即可知悉，“黄

签”乃是进呈御览的校签，是从《四库全书馆校档残记》中选取的，而黄签最终汇编成了《四库

全书考证》。从《四库全书馆校档残记》的具体内容和性质来看，其对四库馆校阅书籍的运作、复

校官的职责和《四库全书考证》的编纂，特别是针对荟要处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其四，故宫博物院藏《文渊文源文津三阁记册》《青玉御制三阁记册》《白玉文溯阁记册》

《青玉乾隆御笔文源阁记册》及国图、浙图所藏《文澜阁〈四库全书〉书目清册》。《四库全书》

编纂完成之后，乾隆以及嘉道时期皆抄写有关各阁的装函清册和目录。乾隆时期抄写各阁目录

和记册尊藏宫内，以便乾隆帝查阅，如故宫博物院所藏《文渊文源文津三阁记册》《青玉御制三

阁记册》《白玉文溯阁记册》《青玉乾隆御笔文源阁记册》，其内容乃是各阁全书的实际庋藏册数

和书目的记载，以及具体书籍的装函、合函情况。嘉庆、道光时期，曾对文津、文澜、文宗、

文汇等阁《四库全书》进行过核查，并造送书目清册。文津阁书目清册学界早已知悉，其附于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之后。文宗阁、文汇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分别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

台北“国家图书馆”，已有学者关注到这两种清册的四库学价值。b值得注意的是，文澜阁《四

库全书书目清册》还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此书共有两种，一是嘉庆二十五年杭州承办盐商吴

恒聚等造送，二是道光间金裕新造送的《钦颁文澜阁四库全书书目清册》，仅存子部与集部，书

后附《清理书籍核对不符谨请存案清册》一卷。文澜阁书目清册分别是嘉庆和道光时核对阁书

a 杜泽逊；《读新见郑际唐一篇四库提要分纂稿》，《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 年第 3 期。

b 琚小飞、王昱淇：《嘉庆朝〈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考》，《历史档案》2017 年第 3 期；唐宸、黄汉：《台湾藏〈文汇

阁四库全书书目〉抄本考》，《文献》2019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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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造送，首先具有了解文澜阁书的具体庋藏情形的价值，其次能够据此比勘不同时期阁书散佚

和分函、合函的差异等，最后根据附录之《清理书籍核对不符谨请存案清册》，可以管窥文澜阁

《四库全书》与其他各阁的书目异同，从而了解南三阁《四库全书》编纂的细节。

其五，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三通馆纂修档案、内阁大库中关于四库馆和武英殿及纂修

《四库全书》的相关档案。乾隆三十八年（1773）诏开四库全书馆，编修《四库全书》，然而四

库馆并非独立运作，四库馆臣亦非固定不变。四库修书期间，三通馆、武英殿修书处、国史馆、

方略馆、会典馆等修书机构互有重叠，馆员互有交叉，各馆之间互有协作，因而四库学的材料，

亦可从这些协作的修书机构的相关档案中挖掘。首先是武英殿修书处，这是《四库全书》编纂

时除四库馆外的另一个重要机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业已刊布武英殿的诸多档案，a但在台北

“故宫博物院”的内阁大库档案中，存有大量有关武英殿修书处与四库馆之间协作的材料，尤为

重要的是，有些材料涉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摆印，列入丛书的一百余种书籍的摆印时间、

摆印部数、摆印用纸、颁赐人员和陈列地点等等，对研究聚珍书以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

书目疑义、内外聚珍书的差别、乾隆与嘉庆时期摆印书籍的版式异同等，皆有重要价值。其次

是三通馆。三通馆初名“续文献通考馆”。乾隆十二年，于宣武门设立“通考馆”，编纂《续文

献通考》，《清实录》载“上溯宋嘉定以后，马氏所未备者，悉著于编，为《续文献通考》。大学

士张廷玉 , 尚书梁诗正、汪由敦经理其事”。此后，由于《续通志》《续通典》等其他志书的修

撰，三通并纂，册籍繁多，往来不便，于乾隆三十二年将“通考馆”移置武英殿西、咸安宫东

夹道内之东，并改称“三通馆”。三通馆由总裁嵇璜、刘墉、王杰、曹文埴负责纂修，而这四

人均曾充四库馆总裁或副总裁，《四库全书》收录的《续通志》《续通典》《续文献通考》，全部

是在三通馆编纂完成的。因此三通馆的档案史料，直接关涉《四库全书》的编纂。内阁大库所

藏三通馆档案，涉及三通馆采择的史料来源及编纂的具体细节，如馆臣编纂的稿本、正本的誊

清时间、进呈时间，稿本中签改内容等。试举《续通志》为例：“三通馆为知会事。照得本馆于

本年十一月十一日将《续通志》内之类传四门共十二册，计四百七十五叶，缮写正本进呈。于

本月十二日发下，奉旨知道了”b；“其通志底本亦俱纂竣，今将图谱略一册、乐略三册缮写正本

呈御览，伏候训示”c；“今将添纂完竣之钱币一门缮写正本，粘签声明，恭呈御览”d；“移会稽查

房三通馆奏，奉旨查改之职官考一并敬谨查改，粘签声明，恭呈御览”。e除此之外，中国国家

图书馆藏有三通编纂的底本，即三通馆纂修完成后的底稿本，其目的是抄写定本缮入《四库全

书》。这些底稿本与台北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相互印证，能够揭示三通编纂的详情，厘清四库馆与

三通馆之间的协作。

（二）重新甄别和深翻四库学史料

对于传统史学研究而言，多一分史料就多一分解释力，因而各学科、各研究领域的发展多

建立在史料开掘基础上。新史料的发现固然能够引领新的学术热潮，但蓄意伪造和误揣而致伪

的史料，无疑会干扰四库学研究，甚至会导致结论的南辕北辙。因而，对已有史料的研读、甄

别，是四库学深入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判断四库学史料的来源，将史料所代表的文本置

于具体的历史场域中考量，了解史料撰写者的心境，辨析史料文本的形成过程，从而催发四库

研究的新认知。

程晋芳墓志铭的文本差异，可以看出史料甄别的重要性。程晋芳，字鱼门，号蕺园，江苏

a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合编：《清宫武英殿修书处档案》，故宫出版社，2014 年。

b 《内阁大库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藏，登录号：117951-001。

c 《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179593-001。

d 《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215863-001。

e 《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10235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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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都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官吏部文选司主事、武英殿分校官等。乾隆三十八年，四库馆开，

任《四库全书》总目协勘官，并奉诏进献数百种。《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其“编修程晋芳家藏

本”书有 350 余种。乾隆四十九年，北四阁书初成，程晋芳卒于陕西任上。程晋芳任职四库馆

期间，与副总裁刘墉、纂修官翁方纲等交好。程氏卒后，翁方纲、袁枚等撰写墓志铭，追记程

晋芳生平、撰著及交游诸事。引起四库学特别注意的是翁方纲撰写的《蕺园程君墓志铭》。据该

墓志铭叙述，其他四库馆分校官“校核讹错，皆罹薄谴”，而独程晋芳“毫发无疵”。四库学界

在研究和探讨程晋芳的四库馆经历时，多以此为据。如果忽略这篇墓志铭的撰写者，如此夸大

程晋芳在四库馆的贡献倒也符合墓志铭的一贯撰写风格。但值得注意的是翁方纲也曾入馆校书，

其赞誉程晋芳校书“君所手辑，毫发无疵”的同时，断不会有“旋以馆阁诸公校核讹误，皆罹

薄谴”这样自毁清誉的记载，以各馆臣（包括翁氏）的讹错，衬托程晋芳校书功绩，与一般常

理不符，而且也与史实相违伐。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所录程晋芳罚俸记载，足以证明程氏

绝非毫发无疵。循此，我们尝试分析《蕺园程君墓志铭》文本流传系统。检核翁方纲《复初斋

文集》中所录《蕺园程君墓志铭》，仅叙及程晋芳蒙恩入馆，并无在馆校书的具体细节。a但这

份墓志铭在程晋芳《勉行堂诗文集》中却又是另一番记载，其称“癸巳岁，高宗纯皇帝允廷臣

之请，特开四库全书馆，妙选淹通硕彦，俾司修纂，君与其列。旋以馆阁诸公校覈讹误，皆罹

薄谴。独君所手辑，毫发无疵。书成奏进，纯皇帝素稔君才，仰荷特达之知，改授编修”。b一

般而言，古人的墓志或由至交密友撰写，或请名家代笔，刊刻之前还经家眷子侄润笔，而润笔

的内容大多属于夸耀甚至不实的记载。这样一来，倩人撰写的墓志铭就保存在撰者的文集中，

而经过润笔的就在墓主的文集或者以碑刻的形式保存流播，这两种文本反映了中国古代墓志铭

撰写的特殊情形。就墓志中涉及的四库学史料而言，显然《勉行堂诗文集》的记载不足凭信，

如果不加甄别地利用这段材料，得到的结论一定是有失偏颇的。

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为例看研究史料的深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乾隆三十八年至

嘉庆年间（前四种为雕版）摆印而成的一百三十八种书籍的总称。摆印之时，并无丛书之名，

但清代流传有很多版本的《武英殿聚珍版书目》。早在嘉庆四年顾修就编撰有《汇刻书目》，其

中著录《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之名。此外道光、光绪时期流传有《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目录》

等。这些书目登载的殿本数量有一百二十六、一百三十四、一百三十八、一百四十一等差异。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摆印完成并流通以后，各省仿照武英殿版式重新刊刻，是为“外聚珍”，

与乾隆嘉庆时期武英殿摆印的“内聚珍”相区隔。目前，学界研究的重点是聚珍版丛书的具体

数量以及内外聚珍之别这两个议题，而现有的成果也基本解决了这些问题。但如果我们继续深

翻有关《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史料，便会发现还有一些重要的议题被忽略了，比如武英殿聚

珍本的摆印完成时间，根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和《内阁大库档案》，更多武英殿本的实际摆

印时间和摆印的用纸、数量等，是可以深入探讨的；再者，学界基本认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的特征是：版式划一，各书均为墨栏双边，每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行款一致，每书均录乾

隆《御制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一诗并序，次载提要，这两个特征也是鉴定武英殿本的最重要

标准。然而在实际的研究中，既有的结论并不可靠。首先，举凡殿本皆有诗序、提要的说法不

够确切，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聚珍版书《周易口义》《四库全书考证》《御选名臣奏议》等，书

前皆无提要，其次乾隆嘉庆两朝摆印的殿本书不尽相同，国家图书馆藏嘉庆时摆印的《农书》，

虽然其版式、行格等与乾隆时武英殿摆印书籍无异，但在提要撰述上明显不同。一般而言，聚

珍版书籍的提要的叙述方式与《四库全书》一致，首行题书名提要，另行以“臣等”书写。但

a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 14《蕺园程君墓志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421 册，文海出版社，1966 年，

第 568 页。

b 程晋芳：《勉行堂诗文集》附录《蕺园程君墓志铭》，魏世民点校，黄山书社，2012 年，第 8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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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书》首行题“钦定四库全书农书提要”，继而另行书写“农书二十二卷，永乐大典本”。很显

然，这里的提要是直接抄录《四库全书总目》，甚至将其版本来源一并附入，与《总目》著录格

式相同。仅以《农书》而言，这或许可作为嘉庆摆印本与乾隆摆印本区别的一个侧面。因此，

藉由已有史料的深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摆印、判断标准等已有结论或可重新商榷，而各

书的实际摆印完竣时间以及乾隆嘉庆时期摆印书籍的差异等新问题，开始进入研究者视野。

三、关注四库学领域中的核心议题

“四库学”经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快速推进，日渐成为文献学研究的焦点。但需要引起

警惕的是，正是由于研究成果的层出不穷、学术会议的频繁召开等宏大盛况，愈加掩蔽四库学

发展的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在热潮之下进行冷思考。就当下的四库学研究而言，越发沉溺于四

库文本研究不能自拔，忽视四库学中的诸多核心议题。愚见以为，四库学最核心最重要的议题，

应当是《四库全书》的编纂与清代政治与学术的互动问题，而目前的研究成果以及史料积累程

度，还远不足以对此核心问题做出深入探讨。因而，当下四库学的研究，仍然需要以文献学为

主，先将相关史实和文献考辨清楚，本文所讨论的几个议题，主要立足于文献学的视角。

（一）《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可以进一步推进

目前，《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鉴于新见材料的发现，《总目》编纂

的细节，或可得到进一步揭示。前文提及的文澜阁、文溯阁抄本《四库全书总目》，刘浦江考订

后认为二者内容十分相似，应为乾隆五十五年左右的抄本。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记载，文

溯阁《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于乾隆四十七年办竣送外盛京贮藏，乾隆五十二年禁毁

书的抽删以及全面复校工作的开展，各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及《四库全

书考证》均重经复校馆员带回武英殿缮写，此后重新庋藏。而《四库全书总目》此后并未缮

写，而是直接以刻本入藏各阁。那么，现存的文澜阁、文溯阁写本《四库全书总目》是否为乾

隆五十三复校之后各阁撤回武英殿的本子，需要集中文溯阁、文津阁及文澜阁现存的抄本《总

目》，并结合《总目》的编纂、修改过程，做系统的研究。而关于国图藏文溯阁抄本《总目》的

研究，仅有王菡的《〈四库全书总目〉之稿本及文溯阁本述略》。a该文多为绍介性质，至于该抄

本《总目》的性质及具体的抄写时间以及缘何留存文溯阁抄本《总目》等，没有过多阐释。天

图藏文溯阁写本《四库全书总目》一百四十三卷，首叶钤有“文溯阁宝”，红格纸抄写（朱丝

栏），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版心上方题写《四库全书总目》，下记书名卷数等，与《四库全

书》版式一致。此书未见影印，亦未曾为学界所识。最重要的是，天图所藏文溯阁抄本《总目》

的具体抄写年代等问题，始终无人解答，这关系到该书的性质和递藏源流。并且，天图藏本与

国图藏文溯阁抄本《总目》的关系究竟怎样？这都是目前需要开拓的研究方向。

此外，《总目》编修前期的过程，现有研究也不明确。如卷前提要的性质、四库底本提要与

分纂稿、初次进呈存目及各时期修改稿的关系问题等有待揭示。天图、国图所藏内府写本卷前

提要，其用途可能是为各阁卷前提要之底本。翰林院按照统一格式抄写四库全书提要底本七份，

供七阁全书缮录时直接取材，当每种书籍抄写完成后，只需将这些已经抄好的书前提要填上日

期即可。b当然，至于是否为卷前提要的底本，应该将国图、天图藏写本卷前提要结合起来，进

行深入研究。四库底本提要稿的性质应该是分纂稿的一种，即纂修官校阅书籍后粘贴提要于书

中。从国图、上图所藏的底本提要可以看出，这些署有纂修官姓名的四库底本提要，较《初次

a 王菡：《〈四库全书总目〉之稿本及文溯阁本述略》，《庆祝钱存训教授九五华诞学术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南山论学

集：钱存训先生九五生日纪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年。

b 刘浦江：《关于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若干问题》，《文史》2014 年第 4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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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呈存目》及《总目》差别很大，且其中的修改痕迹也表明了《总目》吸收了馆臣的校改。但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底本提要中的馆臣校改内容，并未被《进呈存目》吸收，如《笔史》提要

稿，《进呈存目》更像是直接取材郑际唐原稿，稍加修饰即抄写进呈，而现存底本之上的校改，

却又被《四库全书总目》采纳，这说明底本提要稿与《总目》的编纂又有着某些关联。以上

关于《四库全书总目》的诸多细节，值得深入挖掘，再结合学界已有成果，或许能够完全明晰

《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问题。

（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研究亟需加强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是《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产生的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对清人治

学以及晚清士人的藏书事业产生极大的影响。然而关于此书的编纂、修改、纂成时间等基本问

题仍有待发之覆，学界的研究相当薄弱。

检诸档案发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编纂与分纂稿、四库底本提要稿以及《四库全书初

次进呈存目》有着密切的关联。《简目》的编纂，应该是在乾隆帝御览了分纂稿的修改稿（存有

应刊、应抄信息）才决定编纂的。据档案记载，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现办《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卷帙甚繁，将其抄刻成书，翻阅已颇为不易，自应于提要之外，另列

《简明书目》一编，只载某书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则篇目不繁而检查较易，俾学者由书目而

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嘉与海内之士考镜源流”。a此时《总目》尚未办理完竣，呈送进呈

的应为某种分纂稿的修改稿。以时间推论，目前所知最早的《总目》提要稿为台北所藏《四库

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大致反映了《总目》编纂早期的基本面貌，与后来《总目》的体例、撰写

内容有着明显区别，其性质和内容更接近分纂稿。关于此稿本的抄写时间，夏长朴根据稿本内

容，考订应为乾隆三十九年七月的初次进呈本，但又提出自相违伐的几条证据，认为稿本的编

纂时间或应在乾隆四十年五月至四十一年正月间。b刘浦江依据王士祯名讳问题，认为乾隆帝于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三日谕令将王士正改为王士祯，凡各馆在办书籍，均一体照改，此谕非同

小可，后期的《总目》及各阁提要皆完全遵从，而《进呈存目》中王士正不止一见，可证此稿

本的编纂时间不应晚于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后结合《于文襄手札》及《四库全书档案》，推定

《进呈存目》应为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初次进呈本的残本，至于其他涉及乾隆四十年的提要以及汪

如藻职名等问题，显然是后期提要在重订时掺入其中。c赵永磊撰文指出，《进呈存目》或应在

乾隆四十年五月至十月间。其文规避王士祯名讳改易一事，并以《山谷诗集注》之提要撰写于

乾隆三十九年冬反证刘氏之说，d但刘氏即已认定《进呈存目》当为残稿，并已孱入后期提要，

赵氏之反证似不确凿。由此一论，若台北藏《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为乾隆三十九年七月的

进呈稿，即乾隆帝乃是御览此本而生编纂《简目》的想法；若此稿进呈时间为乾隆四十年甚至

之后，那么乾隆帝御览的提要稿或是分纂官拟定的提要稿。e

又乾隆四十八年奏称，“查《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于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进呈发下改正，

另缮清本。并遵旨纂出《简明目录》二十卷，于乾隆四十七年六月进呈，蒙皇上钦定发下，缮

写四分于四阁陈设，现已缮出第一分，于本年正月，送武英殿装潢，其余三分缮写将竣”。f据

此可知，《简明目录》的编纂，应在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进呈的《总目》中析出，并于乾隆四十七

a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十五日，第 229 页。

b 夏长朴：《〈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初探——编纂时间与文献价值》，《汉学研究》第 30 卷第 2 期（2012 年），第 165- 
198 页。

c 刘浦江：《〈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再探——兼谈〈四库全书总目〉的早期编纂史》，收入氏著《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

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7 年，第 239-268 页。

d 赵永磊：《〈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编纂性质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 年第 1 期。

e 关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编纂问题，可参见琚小飞：《〈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编纂考》（未刊稿）。

f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第 17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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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七月十九日进呈。因此，我们在探讨《简目》的编纂时，又时刻将其与《总目》的编纂过程

密切联系在一起。据这份档案，第一分《简明目录》即文渊阁所藏，于乾隆四十八年缮写完

成，乃据乾隆四十六年三月的《总目》进呈本析出，据此可知《简目》的纂成时间定晚于乾隆

四十六年三月。又据赵怀玉年谱可知，其任武英殿分校之时，录副《简目》，并于乾隆四十九年

刊刻，这里又牵扯出赵怀玉录副本与进呈本的先后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将文渊阁本、文津阁

本、赵怀玉录副本、进呈本《简目》与乾隆四十六年进呈的《总目》及最终定稿的《总目》比

勘研究，才能知悉《简目》的具体编纂过程。

《简目》纂成之后，随《四库全书》入藏各阁，但是在乾隆五十三年复校开始后，各阁皆有

抽换、撤改书籍之举，《简目》《总目》《考证》等皆在其列，各阁抽改之后，各阁《简目》与进

呈本存在大量不同，又与武英殿定本存在差异。各阁《简目》经撤回武英殿后，重新缮写入阁，

而重缮时并非以武英殿所藏《简目》为底本，而是直接以进呈本《简目》稍加删削禁毁书即办

竣，因而造成阁本与殿本《简目》的差异，这与《四库全书考证》等书的重缮如出一辙，皆是

四库馆臣倦于誊写修改后的《简目》（或许是因为武英殿本修改太多，重新缮写较为耗时），而

直接以进呈本为据。《简目》的修改过程与最终的武英殿本及各阁本《简目》、进呈本《简目》

的异同密切相关，需要深入探求。

《简目》纂成之前，即有赵怀玉录副刊刻，早于清廷武英殿刻本流传于世，其版刻便有赵怀

玉刻本、进呈本、武英殿刻本等，远较《四库全书总目》复杂。将存世的《简目》版本，区分

整理，可以列为以下两种刻本系统：第一，赵怀玉刻本系统：乾隆四十九年赵怀玉刻本以及以

赵刻本为底本的粤刻本和其他刻本。第二，进呈本系统：进呈本《简目》、袖珍版《简目》、七

阁《简目》、武英殿刻本《简目》、纪昀呈进本《简目》以及以武英殿本为底本和进呈本为底本

刊刻、抄写的各种版本。清代及清代以来流传的各种《简目》版刻，皆不出以上两个系统。在

梳理和辨别版刻系统之后，需要探明进呈本系统中的清抄本、进呈本、纪昀呈进本与阁本《简

目》的内容差异及产生差异的原因，特别是乾隆四十八年左右，纪昀呈进《简目》，此本《简

目》仅书名、卷数与作者，与各本《简目》均有别，这是出于什么因由，尚需仔细研究。除此

之外，各阁本《简目》与武英殿本《简目》均属于后期抽改而成，依据常理，两者应属一致，

甚至完全相同，但在对校过程中发现，阁本《简目》或许是直接在进呈本的基础上再次删去禁

毁书而成，而乾隆四十七年之后的校改内容，却没有吸收。武英殿本《简目》一直在馆修改，

故而最为详赡和完整，这是探求阁本《简目》与殿本《简目》异同的一种路径。

所述《简目》的编纂、校改与版本，是研究《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研究其与清代学术史的关联。《简目》对清人的治学产生了极大影

响。《简目》刊刻流传以后，一直成为清人读书治学的门径和购书藏书的指南。在整个清代学术

史上，《简目》是晚清藏书家收集书籍和判断典籍珍贵与否的标杆，对清人乃至整个东亚文化圈

产生重要影响。以《简目》为切入点，深入到藏书家和他们所历经的社会背景，可以进一步探

索《简目》的书籍史影响。士人读书纷纷以《简目》为准，更加催生了对《简目》的研究。士

人读书之余，常以札记标注其上，大旨约为增补书籍版刻、纠正《简目》记载之失。嘉道之际，

邵懿辰首开标注《简目》之先河，成为清人竞相模仿的范例。邵氏标注《简目》之后，广为传

抄，邵著本身又经清人增补，枝蔓相连，绵延不绝，是为《简目》流传的发展史。从这个维度

上说，《简目》与清代学术及书籍流播，密切相关。

（三）《四库全书》书籍采择来源问题仍有研究空间

采择书籍，是四库开馆的第一步工作，是编纂《四库全书》前的首要任务，因而采择书籍

的研究，是四库学领域中比较重要的议题。一般而言，在探求《四库全书》所录书籍底本时，

首先依据的便是《四库全书总目》中所述之采择来源。由于《总目》仅述及何省或何人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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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明确具体的版本，因而对于四库底本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核查版本，追溯递藏源流和版本

异同。颇具吊诡的是，在具体的四库底本研究中，往往依据《四库全书总目》而得知的四库底

本来源与实际考订的四库底本并不相符，由此引发出一个大胆的猜测：《总目》中叙述的书籍采

择来源是否在《总目》成书后仍有修改？或是为了顾及与平衡各地、各家藏书，有意置换，尚

待进一步验证。

其实，对于以上猜测，目前也有多个例证相佐。天津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中

有纪昀删改书籍采择来源的记载，残稿原作“《意林》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纪昀

墨笔删去“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改作“江苏巡抚采进本”。据查《意林》提要，作“此

本为江苏巡抚所续进，乃明嘉靖己丑廖自显所刻，较范氏本少戴、柳二序，而首尾特完整”，是

知纪昀所改当据提要而言。这个例证虽然不能直接证明《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书籍来源有着

通盘的思考，但至少提示我们《总目》中著录书籍来源是存在错误且有过修改的。再如《四库

全书》所录《雍录》的书籍来源，《总目》为“于敏中家藏本”，与实际的书籍来源亦不相符。

据《藏园群书经眼录》载，“《雍录》十卷，宋程大昌撰，明嘉靖十一年西安知府李经刊本，十

行二十一字，白口，单栏，版心题雍卷之几。前嘉靖辛卯康海序，卷第一开卷为五代都雍总图，

后嘉靖十一年知西安府事李经序”。a封面有“乾隆三十九年正月江苏巡抚萨载送到蒋曾莹家雍

录一部计四本”朱文木记，每册尾有“江苏巡抚购备进书籍”戳记，钤有翰林院大方印。众所

周知，翰林院大方印是确定四库底本的重要标识，此本经傅增湘先生经眼，断为李经刊本，而

笔者依据《四库全书考证》亦考订四库本《雍录》为李经刊本。b因此，《四库全书》所录《雍

录》的书籍来源应为明代李经刊本无疑。此外，《雍录》底本钤有“乾隆三十九年正月江苏巡抚

萨载送到蒋曾莹家雍录一部计四本”朱文木记及“江苏巡抚购备进书籍”戳记，且盖有翰林院

大印，故而知此本应为江苏巡抚采进本，并非《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之“于敏中家藏本”。

既然《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书籍来源，并不能完全反映四库馆征书的书籍来源，那么我

们以征访采择的地理类书籍为例，结合《四库全书采进书目》《四库进呈书籍底簿》与《四库全

书总目》做一个对比，尝试总结四库馆著录书籍来源的一些问题。

据统计，《四库全书》著录地理类书籍 149 种，大多为《四库采进书目》《四库进呈书籍底

簿》登载，但亦有少量书籍如《关中胜迹图志》等书籍，未在著录之列。另有一些书籍如《至

元嘉禾志》《景定新定续志》《正德嘉兴府补志》《三吴杂志》《惠山古今考》《漕河奏议》《海运

志》等，《四库采进书目》未著录，而《四库进呈书籍底簿》登载，这其中主要的因由或许征访

书籍告一段落，而后进呈的的书籍未及登载，或是因为《采进书目》经清人删定增补，偶有缺

漏。但就绝大多数书籍而言，凡四库著录、列为存目的地理书籍，皆为《四库采进书目》《进呈

底簿》所录。 

各地进献书籍与《总目》采择异同表

种数

进呈地
进献书籍种数 四库著录种数 四库存目种数《总目》实际采择种数 备注

江苏 64 6 21 33 实际著录多 6 本

两江 61 12 16 40 实际著录多 12 本

两淮盐政 82 7 54 65
实际著录多《景定严州续志》《三郡图说》

《嘉靖贵州图经新志》《扬州府志》

两淮商人马裕 89 9 48 65 实际著录多 8 本

a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 5，中华书局，2009 年，第 449 页。

b 琚小飞：《〈四库全书考证〉与四库底本考索》，《历史文献研究》第 41 辑（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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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数

进呈地
进献书籍种数 四库著录种数 四库存目种数《总目》实际采择种数 备注

浙江 85 13 53 66 种数相符，书目名称有不同

浙江孙仰曾 6 1 1 3 实际著录多《乾道临安志》

浙江鲍士恭 26 7 7 16 实际著录多《图注水陆路途》《山行杂记》

浙江汪如瑮 7 1 3 6 实际著录多《金山杂记》《庐阳客记》

浙江范懋柱 58 7 41 52
实际著录多《黄河图议》《江防图考》《海

防述略》《惠山记》

安徽 27 3 10 14 实际著录多《神州古史考》

山东 12 2 3 10
实际著录多《浯溪考》《长白山录》《星余

笔记》《广州游览小纪》《泰山纪胜》

山西 0 0 0 1 《四川文献摘抄》

河南 8 2 2 5 实际著录多《续河南通志》

陕西 0 0 0 3
《关中胜迹图志》《平凉府通志》《续朝邑县

志》

江西 10 1 9 12 实际著录多《江城名迹》《崇恩志略》

湖北 5 1 0 2 实际著录多《楚南苗志》

福建 6 0 2 3 实际著录多《水鉴》

总裁于 2 1 0 1 《雍录》

总裁王 0 0 0 2 《海道经》《三吴水利论》

总裁曹 0 0 0 1 《会稽三赋》

督察院副都御

史黄
5 0 1 1 《皇舆考》

侍郎纪昀 1 1 0 9 实际著录多 8 本

由上表可以总结《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书籍来源的一些问题。第一，《总目》采择的地理书

籍，从总体上看，大部分书籍的进呈地与总目采择的来源相吻合，但并非完全对应，具体体现

在不仅《总目》登载的某省进呈本数量较《采进书目》为多，还存在《四库采进书目》或是失

载，或是存于其他省份等情况。如《剡录》，《总目》录为江苏采进，《采进书目》在浙江。《京

口三山志》，《总目》录为江苏采进，《采进书目》录为浙江范懋柱天一阁进呈等。对于这些登载

不一的书籍来源，《四库全书总目》为何没有依据《采进书目》著录书籍来源，而是以他本代

替？第二，比勘《总目》著录的书籍来源，并与《四库采进书目》覆核，发现《总目》实际著

录的典籍均超过《四库采进书目》中采择的数量：如江苏省，《采进书目》著录江苏进呈地理书

籍 64 种，经比勘后有 28 种书籍被《总目》采择。但查阅《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江苏省进呈书

籍 33 种。也就是说，《总目》实际著录的典籍，超过了《四库采进书目》中被采择的书籍。那

么，这些多余采择的典籍，是否是《总目》在著录书籍来源时有意置换为江苏巡抚采进？当然，

对于以上两个问题，似乎可以用“《四库采进书目》不全”为由予以解释，但大量典籍的来源均

存在置换，绝非如此简单。

除上述所述的几个议题之外，像文澜阁《四库全书》中丁丙兄弟补抄本的价值、《四库全

书》的复校过程等，也是可以深入研究的。因此，目前四库学研究中还有一些重要的议题亟

待探研，在新史料的启发下，既往的研究并非不能继续推进。我们应该回归四库学的核心议

题，从整个《四库全书》的编纂和现存《四库全书》的价值角度分析，避免简单的“清朝文化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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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或者“篡改典籍”等既有观点。在此基础上，跳出四库学之外，重点考察在整个历史研

究中，《四库全书》究竟存在什么意义，深入到具体的文献学领域及各断代史领域，做出恰当的 
分析。

结语

针对“四库学”发展的材料掣肘问题，尝试通过各种路径搜寻史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

来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但不是最终的良药。最重要的仍然是如何利用旧有史料，完善现

有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并拓宽研究层面，推进研究深度。“四库学”若要成为独立、专门的学

问，不仅要有稳定的研究对象、完整的研究范围与领域、独特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更重要的是

有源源不断的新材料的涌现和新议题的阐发。就目前情况来看，“四库学”还只能是文献学的一

个分支，其材料的累积程度和研究议题的深度，尚不足以支撑作为独立学问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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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and Issues: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Siku Quanshu

JU Xiaofei (School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jxf0607@126.com)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ny penetrating studies of Siku Quanshu, rich achievements 

have been realized in the research of the compendia’s works, research issues, as well as its construction 
and design. In recent years, the study of Siku Quanshu has been increasingly constrained by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main issues involve utilizing new materials and reexamining older materials more 
deeply. At the same time, many important issues have room for further cultivation in the study of Siku 
Quanshu, such as the details of the compilation of the Siku Quanshu Zongmu, research on the drafts and 
proofreading of the Siku Quanshu Jianming Mulu, and other topics. In addition, the issue of selecting 
the source of the books in the Siku Quanshu has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and can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studies.

Keywords: The Study of Siku quanshu, excavate historical materials, Siku quanshu zongmu, Siku 
quanshu jianming mulu


